
中国大陆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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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是一个职业流动相当频繁的群体 。本文将农民工

的职业流动区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和材料的

分析 ,本文证明 ,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实现了职业地位的较大上升 ,而农民工的再

次职业流动却基本上是水平流动 ,没有地位上升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未能上

升的主要原因在于 ,他们缺少地位积累 、地位继承和社会资源。

一 、农民工① 的初次职业流动

中国大陆的农民 ,在中国市场改革以前 ,至少就有过这样几种职业流动。第一 ,建国初期

和 1958年大跃进时 ,有些农民进城当了工人 ,但时隔不久 ,因政策变化 ,他们又被迫返回故里;

第二 ,在人民公社时代 ,一些农民由种田的工作转变为到社队企业工作;第三 ,有少数农民由于

表现积极 ,被升为队干部;第四 ,一些农民被某些单位招工而成为工人;第五 ,有些农民参军后

表现突出被提干 ,进入了干部队伍;第六 ,一些农村的学生通过高考 、中专考试等获得了文凭 ,

毕业后变为干部身份;第七 ,有些农村姑娘嫁给城里人 ,后来到城里就业 ,成了工人等 。

以上的这些职业流动 ,除了第一种不成功的流动外 ,共同特点是 ,涉及的范围都比较窄小 ,

只有极少数农民能实现这些流动。当时 ,由于严格户籍制度的限制 ,职业流动与身份流动是联

在一起的 。或者说 ,流动的身份性都很强 ,首先表现为身份的流动 ,其次才表现为职业的流动 。

当然 ,所有的流动都是向上的流动 ,农民已经是社会职业分层的最下端了 ,他们的流动只能是

向上的 ,很难是向下的 ,干部可以“下放” ,知识分子可以“下放” ,市民可以“下放” ,但农民已经

是无“下”可“放”了。

和上述的流动相比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农民的职业流动具有了完全不同的特点 。农

村中普遍发生了职业的分化和职业的流动 ,在选择这种流动时 ,农民是自己决定的 ,而不是像

过去那样是由别人来选择他们 。而且 ,这种流动基本上是经济型的 ,很少有政治因素参与 。这

时候的流动 ,职业与户籍身份开始分离 ,农民可以流动到多种职业上 ,但户籍身份并没有发生

变化 。这一时期 ,农民职业流动的再一个重要特点是 ,他们有了多次选择职业的机会 。以往的

农民职业流动 ,基本上是一次性的 ,比如农民被招工后 ,会长久地停留在该职业上 ,农民从没有

企及还会有其它职业选择的可能性 。而今天的农民职业流动 ,却可以是一个不断变更的过程 。

这样就有了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的区别 。

初次职业流动是指 ,人们离开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第一个职业 ,进入了第二个职业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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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 ,农民的第一个职业必然是农业劳动者 ,农民的初次职业流动必然是从农业劳动转为

工业劳动 ,但深入的分析却发现 ,事情并不尽然 。有些农民在农村时就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

了 ,比如有做工的 ,有做小买卖的 ,也有的甚至做了企业主 。又如 ,目前 ,很多年轻的农家子女

从学校一毕业就到城市去打工 ,所以他们的第一个职业就是工人 、服务员等工作 ,而不是农民 。

根据研究人员在广东省的调查:“很多农民工直接从学校进入打工队伍 ,一天农活也没干过 。

在我们 293份问卷中 ,外出打工前务农的只占 47.6%。”(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课题组 , 1995 ,

9)所以 ,初次职业流动问题并不那样简单 。为了研究初次职业流动 ,首先 ,我们有必要研究一

下农村人口的第一个职业 。

1996年暑期 ,笔者参与设计和组织进行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关于社会结构的调查。调查在

全国 100个县市 、200个村或居委会进行 ,共完成有效样本 6400个。虽然 ,这次调查的目标并

不是专对农民工的 ,但是 ,这次调查在抽样上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 ,将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也

纳入了城市抽样框架中 ,按他们所居住的居委会抽取样本。结果 ,在城市的 3087个样本中 ,有

城市农民工样本 271个。虽然样本量小了一些 ,但由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城市农民工的抽样 ,

所以还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的 。本文研究职业流动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此次调查。

本次调查问卷的特点是 ,详细询问了被访者的全部生活经历 ,记录了被访者的职业变迁情

况。在询问被访者的职业变迁时 ,本调查记录了被访者自离开学校以后的全部经历 。因此 ,这

次调查的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农民工的第一个职业 、第二个职业等情况 ,以及分析农民工初次 、

再次职业流动情况。由于问卷设计得比较细致 ,对每一个样本访谈的时间比较长 ,因此 ,每一

个样本又可以看成是单独的个案。笔者以下的论述 ,将展示此种统计与个案相结合的分析方

法。首先 ,让我们对于农民工离开学校以后 ,第一个职业的情况做一分析 ,参见表 1。

　表 1　 城市农民工本人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个职业

职　　　业 有效样本数# 有效样本百分比

农林牧渔劳动者 155 68.6

非技术工人(体力劳动) 19 8.4

技术工人(体力劳动) 25 11.1

商业 、服务业人员 16 7.1

一般办公室职员 1 0.4

一般或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7 3.1

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1 0.4

个体户 1 0.4

私营企业主 1 0.4

总计 227 100

　　说明:#有效样本数不足 271个 ,是因为,有些农民工自学校毕业后没有立即参加生产劳动 , 如没有找到工作 、待业、做

家务 、服兵役 、年龄太小不能工作 、服刑 、生病或因生孩子休息等。

　　从表 1可以看到 ,在城市农民工的 227个有效样本中 ,第一个职业是农林牧渔劳动者的 ,

占 68.6%,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民工在进城以前是从事农业劳动的 。而第一个职业是非农业劳

动者的总共占 31.4%,比例也是不低的。今日的中国农村与往昔比 ,有了很大的不同 ,农民的

孩子 ,从离开学校后 ,相当一部分人不从事农业生产。这里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 ,他们在农

村一开始就从事非农业劳动 ,比如到乡镇企业工作;另一种是 ,农村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后 ,直接

到城里来打工 ,在城里找到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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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农业职业中 ,比较多的还是做非技术工人 、技术工人和商业 、服务业劳动者 ,这几项共

占26.6%。当然 ,上表反映出 ,农民工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这些人的第一个职业 ,地位就

比较高。比如表 1中 ,有 7个样本第一个职业就是“一般或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这看起来似乎

很奇怪 。为什么这些农民工一参加工作就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了呢? 笔者查看了数据 ,随机地

抽取一个样本进行剖析。

　　该样本是在北京大兴县访谈的 ,女 , 1965年在农村出生。1970-1976年上小学 ,

1976-1978年上初中 , 1978-1980年上高中 。高中毕业后 ,自 1980-1982年在农村

小学当教师 。1982年离开农村到国营工厂当工人。1984年到北京大兴县县城打工 ,

并于第二年结婚 ,婚后主要做家务。现有两个孩子 ,女儿是 1986年出生的 ,儿子是

1994年出生的 。丈夫过去当机械修理工 ,现在当售货员 。现在夫妇两人都是临时户

口 ,在大兴县租了三间私房 ,生活比较安定。

上面这个样本之所以一开始职业地位就较高 ,是因为她高中毕业后当了教师。此后 ,她到

工厂当工人 ,外出打工 ,职业声望与第一个工作比反而是下降的 。下面我们还会遇到这种职业

地位下降的情况 。

　表 2　 城市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的职业分布

职　　　业 有效样本数 有效样本百分比

农林牧渔劳动者 25 12.4

非技术工人(体力劳动) 56 27.9

技术工人(体力劳动) 43 21.4

商业 、服务业人员 54 26.9

一般办公室职员 4 2.0

高级管理人员或单位负责人 1 0.5

一般或初级专业技术人员 1 0.5

个体户 13 6.5

私营企业主 1 0.5

警察 1 0.5

其它职业 2 1.0

总计 201 100.0

　　这样 ,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也就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从农业劳动者向非农业劳动者的

流动 ,另一种是在非农业劳动者领域内发生的流动 。当然 ,也有些从一开始就在城里参加工作

的农民工 ,始终在同一职业上 ,并没有发生职业流动 。因此 ,在下面这个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

的表格中(表 2),有效样本数又有所减少。

从表 2中 ,可以看到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的结果。最明显的结果当然是 ,从农业向工业和

其它产业的转移 。在表 1中 , 68.6%的农民工从事农业 ,到了表 2中 ,变为只有 12.4%从事农

业。当然 ,这里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个观念 ,即以为农民工流入城市 ,必然是百分之百地从农业

转入其它产业。但是上述数据显示 ,仍然有 12.4%的农民工从事农业。下面这个个案 ,就是

进城后以养猪为生的农民工。

95



　　个案 127① ,被访者 L ,男 , 21岁 ,初中毕业 ,湖南常德人。初中毕业后 ,父母无能

力支持他上高中 ,于是他就和二舅一起到北京打工 ,因为大舅家在北京 ,他们是投奔

大舅来的。现在他们在北京丰台区南苑机场旁边养猪为生 ,因为养猪本钱不大 。他

与二舅各自饲养自己的猪 , L 喂了 20头猪 。L 说 ,养猪这活比较累 ,一天得喂食四

次 ,还得每天打扫两间猪圈 ,另外还要买猪饲料 ,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10点都有活干 。

L说 ,养猪也担风险 ,主要是猪瘟。他今年养的 20头猪已经死了 7头 ,都是猪瘟死

的。如果再死 ,肯定要赔了。

为什么他们进城后还要从事农业呢 ?流入城市的农民工 ,多数人并没有特殊的劳动技能 ,

相比之下还是对农业熟悉 ,轻车熟路。另一方面 ,城市人口聚集 ,日常食品消费的市场巨大 ,因

此 ,一部分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后 ,又重操旧业 ,在城市郊区 ,干起了农业生产 。对于这部分农民

来说 ,他们的初次职业流动是发生在农业内部 ,是从边远地区的农业流到城市郊区的农业 。

当然 ,多数农民工还是进入到了非农业领域的职业中。经初次职业流动后 ,农民工中非技

术工人 、技术工人 、商业 、服务业人员的比例 ,从 26.6%上升到 76.2%。工业 、商业和服务业 ,

这些是农民工流入城市后 ,进入的三个主要的职业领域。此外 ,表 2还显示 ,从事个体户的农

民工 ,从 1人增加到 13人 ,增长的倍数是相当可观的。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 ,农民工初次职业

流动后 ,职业地位普遍上升。为了更为直观地显示农民工地位的升降 ,笔者下面采用的是对职

业地位直接排序的方法 ,即笔者根据综合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把农民工的职业排出先后次序 ,排

在上一个位次的职业比排在下一个位次的职业高一个分值 。表 3显示了农民工从第一个职业

到初次流动后的职业 ,其地位的变化情况。

　　表 3　 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的地位变化

地位变化值(正值为上升 , 负

值为下降 , 0 值为无变化)
有效样本数

有效样本的

百分比

-9 1 0.6

-5 2 1.2

-4 1 0.6

-3 1 0.6

-2 4 2.4

-1 2 1.2

0 34 20.4

+1 47 28.1

+2 30 18.0

+3 8 4.8

+4 34 20.4

+7 2 1.2

+12 1 0.6

合计 167 100

　　在表 3中 ,地位变化值是农民工流

动前职业与流动后职业位次的差值 ,正

值越高表明地位上升越高 ,负值越高表

明地位下降越大。引人注目的是 ,农民

工流入城市后 ,也有地位下降的 ,最多的

有一例 ,下降了 9分 。笔者查了一下该

样本 , 男 , 1968 年出生 , 在 1974 年至

1985 年期间 , 念了小学 、初中和高中 。

1985年毕业后即在家乡办起了私营企

业 ,自己做老板 。但后来企业不景气 ,进

而破产 ,于是出来在广西贺县打工 、干农

活。问他现在的收入 , 他说是“ 0” , 而

1986年时 ,他家的年收入是 4000 元 。

所以 ,确实是一个地位大大下降的样本 。

当然 ,在表 3 中 ,地位下降的只是极少

数 ,在全部有效样本中 ,只有 6.6%的人

地位下降了 。地位没有 变化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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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其余的占有效样本 73%的农民工 ,初次职业流动后地位都是上升的。农民工在村子

里 ,绝大多数都是既无钱 ,又无权 ,也无势的普通农民 ,因此 ,流入城市后 ,他们的地位普遍处于

上升趋势 。在笔者上述调查中 ,农民工总的分值 ,正负抵消后 ,上升了 1.54个位次。

　　其中 ,地位上升最快的有一例 ,上升了 12分。笔者查了一下该样本 ,男 ,也是 1968年出

生。1976年至 1984年先后念了小学和初中 ,1984年至 1989年在家乡务农 ,收入比较低 ,1986

年全家 6个人劳动 ,年收入仅 1000元。1989年后出来 ,到石家庄搞了建筑 。从 1994 年起 ,在

石家庄搞一个建筑队 ,当负责人 , 1995年一年的销售额达 100万元 。他自己承认的年纯收入

是 2万元 ,但实际上比这还要高 。从这个样本看 ,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职业地位都大大上升

了。

如果与城市正式居民的初次职业流动相比 ,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是否地位上升值会高

一些呢? 然而 ,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此 ,笔者仍采用同次调查的职业流动数据 ,不过这里采用

的职业地位升降的比较方法与上述的职业排序的方法不同 ,采用的是国际社会经济地位职业

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 简称 ISEI)的方法。用此方法计算 ,初次职业流动

后 ,农民工的人均 ISEI 上升了 11.27分 ,而城市居民初次职业流动后的人均 ISEI 上升了

19.13分 。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因为 ,我们曾直观地以为 ,农民流入城市似乎是一种更

巨大的地位变迁 。事实上 ,城市居民的初次职业流动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为 ,他们之所以调

工作往往是因为可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就业岗位上 。相比之下 ,农民工的流动则是流向一个

未知的世界 ,因此 ,此种流动更具盲目性 。

二 、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

所谓再次职业流动 ,是指在初次职业流动后 ,又再次改变职业 、工作或工作单位。根据以

往的研究 ,城市农民工中 ,再次职业流动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农村部课题组

的赵树凯 、葛延风等曾于 1995年在江苏 、上海等地做了调查 ,其结果参见表 4。

从表 4可以看到 ,1992年的外出农民工中 ,42.7%的人没有发生再次职业流动 ,也就是

说 ,57.3%的人发生了再次职业流动。而 1993 年的外出农民工中 , 52.0%的人没有发生再次

职业流动 ,48%的人发生了再次职业流动。所以 ,在这个调查中 ,可以说大约是半数的人发生

了再次职业流动的。

　表 4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的情况(%)

农民工的外出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的次数

年　　份 0 次 1 次 2 次 3 次 4次

1992 42.7 30.3 16.9 2.2 7.9

1993 52.0 23.0 14.0 7.0 4.0

　　资料来源:赵树凯等 ,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国际研讨会论文 ,北京 , 1996年 6月。

　　关于城市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比例较高的情况 ,还有多项研究都给予了证明。根据广东

省 1995年的调查 ,外来民工在一个地区的平均时间为 2-3年。根据同年北京大学在广东东

莞的调查 ,样本中 50%到东莞不足 2年 ,90.2%在 5年以下 , 66.1%的民工进过 2个以上的单

位。(广东外来农民工联合课题组 , 1995 ,10-11)而根据笔者 1996年在全国的调查 ,在已发生

过初次职业流动的 201个农民工样本中 ,有 122 个样本发生了再次职业流动 ,占 60.7%。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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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高比例的再次职业流动 ,反映了城市农民工工作的不稳定性 。对于城市农民工工作的不

稳定性 ,本文最后一部分还要做进一步分析 ,此处不赘述。

本文在研究农民工的初次职业流动时 ,围绕的中心问题是:初次职业流动后 ,农民工的地

位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虽然不排除有个别农民工出现了地位下降的

情况 ,但大多数农民工的地位是上升的 。现在 ,当我们研究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时 ,我们遇

到了同样的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里发生再次职业流动时 ,他们的地位是继续上升了呢 ? 还是

有所下降呢?为便于直观观察 ,在此 ,笔者仍然采用职业排位次的方法 ,测量农民工第二个职

业与最后一个职业的地位变化情况 。在此 ,之所以取最后一个职业相比较 ,是因为有一些农民

工有多次职业流动 ,第二个工作以后的职业都属于再流动 ,因此只好用第二个职业与最后一个

职业相比较。请参见表 5。

　表 5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后的地位变化

地位变化值(正值为上升 , 负

值为下降 , 0 值为无变化)
有效样本数

有效样本

的百分比

-4 2 1.0

-3 4 2.0

-2 7 3.5

-1 3 1.5

0 144 72.7

+1 13 6.6

+2 7 3.5

+3 9 4.5

+4 6 3.0

+6 1 0.5

+11 2 1.0

合计 198 100

　　从表 5可以看到 ,再次职业流动后 ,绝

大多数城市农民工没有发生地位变化。占

有效样本 72.3%的农民工 ,地位变化值为

0 ,也就是说 ,只发生了水平的单位的变化 ,

并没有发生垂直的地位变化。如果综合测

量一下表 5中农民工的地位变化值 ,那么 ,

就会发现 ,其均值为+0.348 ,换言之 ,地位

变化值只有微小的上升。这与初次职业流

动后的农民工地位大大上升的情况形成强

烈反差。笔者也采用了另一种测量地位变

迁的方法 ———国际社会经济地位职业指数

(ISEI)方法———进行测量 ,结论是同样的 ,

地位上升微弱 。而与此相比 ,城市正式居

民的再次职业流动上升数值仍大大高于农

民工 。为什么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再次职业

流动 ,地位变化微小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个案的情况。

笔者从上述地位变化值为 0的 144个样本中 ,随机抽出 A 、B 、C 三个样本 ,做如下考察。

　　样本 A 是在广东湛江市访谈的 。被访者男 , 1970年出生于农村。1978-1984

年上小学 ,小学毕业后 ,1984-1986 年在家种了两年地 。1987-1989年在村办的采

矿厂当工人 ,挣工资 。1989年曾到一个装卸搬运队 ,当搬运工 。1990-1992年在一

家制砖厂当制砖工。1993-1995 年 ,流动到城市 ,做小买卖 ,干了两年 。1995年起 ,

来到广东湛江市 ,在一家私营建筑队当架子工 。

样本 A换过 5次工作 ,但实际上地位一直也没有什么变化。从做采石工 ,到做

架子工 ,基本上都是在体力型的非技术工作上 。虽然有两年在城里做过小买卖 ,但这

种工作与当工人也差不多 ,尽管听起来 ,小买卖是商业 ,似乎比工业地位高些。

样本 B是在上海普陀区访谈的 。被访者男 , 1969年出生于农村。1977-1982

年上小学 ,小学毕业后 ,1982-1985年在家乡种地。1985年外出 ,在一家私营家具厂

当木工。1987年到上海 ,在一家私营家具厂做家具 ,该厂仅有 10个人。

样本 C是在广东海丰县访谈的 。被访者女 , 1976年出生于农村。1985-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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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小学 ,小学毕业后在家干了两年农活 。1992 年起外出打工 , 1992-1994年在一

家私营厂子当工人 ,职业是皮毛制作工 。1994-1995 年转到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打

工 ,职业是缝纫工。1995年来到海丰县 ,在一家私营厂子做裁剪工 。至今未婚。

样本 B和 C都是打工当工人 ,虽然两人性别不同 ,但地位相似 ,都是给老板打工。相比之

下 ,样本 B的经历要简单一些 。B的第一个工作是种地 ,第二个工作是在私营厂子当木工 ,第

三个工作虽然地点变了 ,但也还是当木工 ,地位没有变化。样本 C 的经历略复杂一些 ,第一个

工作是种地 ,第二个工作是皮毛制作工 ,第三个工作是合资企业的缝纫工 ,第四个工作是私营

企业的裁剪工。B和 C两个个案都是在由农业转为工业时发生过地位的变化 ,此后虽然工作

一再更替 ,但打工的地位基本没有变化 。

总之 ,以上的研究证明:第一 ,城市农民工的职业流动 、工作变动是比较频繁的;第二 ,农民

工通过初次职业流动 ,实现了地位的明显上升;第三 ,城市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

小 ,尽管频繁更换工作 ,但地位的总分值只有微小上升;第四 ,无论初次职业流动还是再次职业

流动 ,城市市民的地位上升都高于农民工。

三 、关于城市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分析

首先 ,分析城市农民工为什么频繁更换工作。

传统上 ,城市中的职业是比较稳定的 ,城市居民更换工作的比例也是很低的 。其所以如

此 ,这与城市中的单位制有关 ,即城市居民都隶属于或者是终生服务于一定的单位 ,而单位提

供了其职工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的服务 。城市农民工则是与此完全相反的一种雇佣模式 。

城市农民工的工作是临时性的 ,他们在单位里的身份被统称为临时工。不仅不享有单位

职工的福利 ,而且 ,连工资级别也完全与职工是两个体系。这样 ,农民工在心理上 ,从来也没有

把自己看成是单位的人。由于没有心理上的归属感 ,因此 ,他们对于在单位之间的更换工作 ,

就视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很多农民工并不是受雇于传统的国营 、集体企事业单位 ,而是受雇于私营的单位或各种公

司 ,在这里奉行的完全是劳动力自由雇佣的市场交换原则。换言之 ,雇主与雇工之间完全是一

种交换关系。交换得成功 ,就在这里干 ,交换得不成功 ,就不在这里干 。因此 ,这种市场型的关

系本身就容易形成工作的频繁更换 ,这与计划经济时代的找工作是完全不同的模式。计划经

济时代 ,人们是用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单位内职工的矛盾的 ,而在劳动力的市场机制下 ,人们是

用十分简单的辞职 、解雇解决单位内部的矛盾的。请看下面这个个案:

　　个案 55① ,被访者 C ,女 ,20岁 ,家在广西宾阳县陈平乡。“我家所在的村子是乡

里出名的穷村 ,村子里的孩子一般上到小学五年级就不再读书了 ,因为家里太穷 ,供

不起 。我们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 13岁以上就出去打工了 。我是 16 岁出来的 ,跟着

同村的几个女孩子一起到广东东莞 ,刚开始时在一家玩具厂打工 ,后来因玩具厂工资

太低 ,换到了一家服装厂 。这两家工厂都是香港老板开的 ,对工人非常苛刻 。我们住

的房子又脏又破 ,还非常拥挤。平时 ,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 ,活紧时老板随意延长

时间。虽然大家心里很不满 ,但嘴里也不敢发牢骚 ,因为等着来做工的人多的是 ,老

板想炒谁就炒谁 。虽然苦点 、累点 ,但比起家乡来还是强多了 。我在东莞干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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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后来因为广东省内开始限制外地打工人数 ,而且对不满年龄的打工仔 、打工妹查

得特别严。我也被辞掉了 。后来 ,经一个亲戚介绍到湛江一家饭馆打工。在这家饭

馆干活 ,虽然钱多一些 ,但是经常熬夜。客人吃饭时间没个准 ,有时候兴头上来了 ,喝

到早晨三 、四点钟 ,我只好陪着熬。有些客人态度无礼 ,经常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还

有的动手动脚的 。告诉老板 ,老板不当回事 ,说习惯了就好了 ,还叮嘱我不要得罪客

人。碰到这种事 ,我只好夜里委屈地哭 ,找个诉苦的人也没有 。92年春节回家 ,在汕

头做保姆的表姐想让我也去汕头和她做个伴 ,并说有好几户人家都需要保姆 。我就

随表姐去汕头当保姆 。我在的这户人家夫妇都是国家干部 ,家庭条件很好。我的工

作是每天接送 7岁的小男孩上学 ,还有就是一天三顿的饭由我来做。后来 ,主人家搬

到深圳 ,小孩上学的学校离家很近 ,不用接送了 ,女主人就托熟人给我介绍了现在的

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 ,刚开始是清理房间 ,后来 ,因为我普通话讲得好 ,字也写得不

错 ,就换到前台管住宿登记和接电话 。招待所每月的收入不固定 ,旺季多些 ,淡季少

些 ,但每月除了住宿伙食外 ,收入都不低于 300块钱。”

上面个案 55这个女孩 5次更换工作。在这五个工作上 ,有的时候受到老板的欺压 ,有的

时候受到顾客的欺侮 。但是 ,她享有自由更换工作的权利。最后 ,她还是找到了令她满意的工

作。所以 ,农民工频繁更换工作也反映了他们是自由的劳动力 ,有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

农民工频繁更换工作的再一个原因是 ,家乡的父母 、孩子以及农田的农活 ,也是他们生活

上的一种拖累。农忙时 ,一些农民工要离开城市中的职业 ,回家乡去干活 。结果 ,他们不断地

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使得职业流动频繁发生。

其次 ,分析为什么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

笔者认为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发展 ,受到主客观的限制。从主观上看 ,农民工受到自身教

育水平的约束 ,多数农民工仅受过小学教育 ,由于受教育水平低 ,他们不具备职业地位上升的

条件 。与此同时 ,农民工也受到自身技术能力的约束 ,由于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农民工也很

难在城市竞争中获得地位的上升。从客观上看 ,农民工受到户籍身份的限制 ,对于这一点 ,上

文已述 ,农民工很难像市民那样进入地位上升的阶梯。同时 ,农民工也受到城市中社会关系网

的限制 ,大都只在同等身份的群体里交往 ,与可以导致地位上升的城市社会关系网完全隔绝。

当我们分析农民工的职业地位时 ,还可以发现这样的特点。第一 ,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他

所工作的单位的地位 ,并没有什么联系 。对于城市市民来说 ,他们的地位明显受到单位地位的

影响 。单位的地位高 ,其职工的地位也就高。但是 ,农民工却完全不同 ,农民工不是单位的正

式职工 ,他们不享有单位的身份和利益 。单位不把农民工看成是自己的一员 ,农民工也对单位

没有归属感 。所以 ,当农民工在单位之间流动时 ,他们的地位并不因单位的变化而变化 。第

二 ,农民工没有地位的累积。城市居民在单位里的工作业绩是可以累积的 ,这种业绩累积逐渐

地变为晋升的基础 ,于是就有了地位的累积。地位的累积是个人的一种资本 ,当职工在单位之

间流动时 ,是可以将这种资本从一个单位带到另一个单位的。例如 ,在 A单位当处长的人 ,转

到 B单位后 ,仍可以至少保留处长的地位。农民工则相反 ,他们不是正式职工 ,在城市中又没

有正式户口 ,对于他们来说 ,一切都是不稳定的 ,因此 ,无论是业绩 ,还是地位都无法累积 。由

于不能累积 ,自然 ,职业地位就难以上升 。所以 ,农民工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 ,这也与没

有地位累积有密切联系。

最后 ,关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的比较。

100



数据证明 ,无论是初次职业流动还是再次职业流动 ,城市居民的职业地位上升速度都高于

农民工。为什么会如此呢 ?除了上面已述原因外 ,笔者以为还有两方面情况值得一提。其一 ,

城市居民的职业流动 ,流动前与流动后的职业地位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即流动前地位高的流动

后地位仍然很高 ,流动前地位低的流动后地位也较低。相反 ,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流动 ,流动

前与流动后的职业地位相关性很弱 ,即流动前地位高的流动后地位不一定高 ,流动前地位低的

流动后地位不一定低 。详见表 6 。

　表 6　 流动前与流动后职业地位 ISEI 指数的相关系数

城市正式居民 城市农民工

初次职业流动:流动前与流动后职业地位

的相关系数
0.513＊ 0.163＊＊

再次职业流动:流动前与流动后职业地位

的相关系数
0.557＊ 0.136

　　＊ <0.001　　＊＊P<0.05

　　在上表中 ,城市居民无论初次流动还是再次流动 ,流动前后的职业地位都具有较强的正关

系 ,相关系数均超过 0.5;而农民工的初次流动 ,流动前后职业地位相关系数仅为 0.163 ,再次

流动 ,流动前后职业地位关系的检验证明不具有显著意义。这就是说 ,城市居民的地位流动是

一个连续的过程 ,后一种职业地位对于前一种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地位的上升自然容易一些 。

我们可以将这一点称为:地位继承原理 。而农民工地位流动处于间断和转向之中 ,后一种职业

地位并不能继承前一种职业地位 ,两种职业地位的相关性较弱 ,也就是说没有地位继承 。其

二 ,与农民工相比 ,城市居民享有更多的机会或者说更易于接近各种资源。我国城市居民实现

地位上升的渠道有多种。例如 ,人们通过干部的提拔 ,一级级升上去;又如 ,通过评职称获得更

高的职业地位;再如通过调动工作进入资源更大的单位 。总之 ,诸如 ,政治的 、权力的 、声望的 、

职称的 、学历的 、学术的等等 ,诸多方面 ,都是城里人实现地位上升的重要渠道。然而 ,对于城

市农民工来说 ,实现地位上升的渠道却比较单一 ,他们只能通过经济上的成功 ,即经营上的成

功 ,实现地位的上升 。由于渠道少 ,上升的机会自然也就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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